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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保险由于提高了个体创业失败后的风险承担能力， 对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微观数据， 本文评估了社会保险对于个人创业活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 社会保险参与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 平均而言， 参与社会保险将促使个人

的创业概率提高 ２ １ － ２ ５ 个百分点左右。 社会保险参与对生存型创业与自我实现型创业的

影响存在差异， 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效应比较有限， 而对自我实现型创业的促进效应十分明

显， 且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对于生存型创业的影响存在抑制效应， 对于自我实现型创业的影

响存在促进效应； 但养老保险对于两种类型创业的影响均有促进作用；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

看， 失业保险对创业总的影响同时存在抑制效应与促进效应， 而养老保险在过去双轨制下，
对于居民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 另外， 提高参保率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存在异质

性， 总的来说， 受过更多教育和拥有更多社会网络以及体制内的个人， 从提高参保率中获得

了更多有助于创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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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创业不仅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还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１］。 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创造就业、 结构转型等巨大挑战［２］。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号， 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了政府今后将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作为中国经济的 “新
引擎”， 并且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表明目前党中央、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创业规模与创业率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国务院对推进大众创新创业重视程度之高、 措

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可以看出， 创新、 创业

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关注的重要问题。 然而随

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 结构优化的新

常态， 创业的人数却没有显著的增加。 据 《全
球创业调查观察》 报告显示， 近年来中国人的

创业精神有所消退； 据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每

年的创业人数在过去 ２０ 年里有大幅度的增长，
但创业率①却在 ２００８ 年后呈持续下降趋势 （见
图 １）。 同时我国目前每年大约有超过 ７００ 万大

学生毕业， 这一数据是美国的 １ ５ 倍， 但是大

学毕业生创业的人数却只有 ０ ３％ ， 而美国是

１８％ 。 在面临大学生就业难、 劳动密集型产业亟待转型等问题的今天， 创业对保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

重要。
与此同时，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进入公务员体系或者国有垄断企业成为很多大学生的首选， 公务员

·４７·
① 本研究以 《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城镇个体就业人数来度量创业人数， 以城镇个体就业人数与全体就业人数比值度量创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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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国有垄断企业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优秀年轻人， 使他们远离创造性岗位。 而鲍莫乐

（Ｂａｕｍｏｌ） 指出英国由于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专利保护制度， 创新和企业家能够获得高收

益和回报， 社会精英都被吸引到工商业领域［３］。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低创业率与个体职业选择偏好以

及这种 “人才误配置” 陷阱有关系。 同时世界各国面临即将步入老龄化、 高失业率以及社会经济环

境巨变的危机中，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居民各方面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

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那么， 中国的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对创业活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像西方国家一

样促进了创业， 还是成为阻碍创业的原因之一？
创业涉及经济个体的职业选择， 同时创业比选择受雇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的情况下， 社会保险机制的建立对于规避风险的员工决定进行一项高风险的创业活动无疑是非常重要

的。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理论， 居民提高参加社会保险的额度有助于提升个人 “安全感”， 减少由于不

确定因素导致的忧患， 从而放松预算约束， 促进创业。 事实上， 大部分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都发

现社会保险参与率与创业率呈正相关关系。 例如梅特 （Ｍｅｔｔｅ） 和斯特凡 （Ｓｔｅｆａｎ）、 贝利 （Ｂａｉｌｅｙ）、
方睿智 （Ｖｅｌａｍｕｒｉ） 发现保险对于未来的创业者来说其概率因果关系是正向的， 同时发现参保的企业

家所在的企业生存时间更长， 但不太可能雇佣更多员工或赚取暴利或亏损［４ － ６］。
前期文献认为社会保险对于创业的实现机理主要来自两方面： ①当面临职业选择时， 对于一般居

民而言， 参与社保能减少失业、 生病、 养老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压力， 为了谋求生存、 提供家庭生

活保障， 当自雇的效用高于工资雇佣或失业的效用时， 他们将会转入自雇［７］。 ②由于社会保险制度

的完善， 增强了全民 “安全感”， 一部分个体为获得商业成功的满足感， 体验商业给个人带来的巨大

财富与成就感进而提高了个体自雇的创新意愿［８］。 现有研究社会保险的文献大多集中在研究社会保

险缴费率领域。 近年来也有不少文献关注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险、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等

问题［９ － １０］。 关于社会保险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 现有文献多集中在社会保险影响家庭消费方

面［１１ － １２］， 尚未涉及对居民创业的研究。 与此同时， 研究创业的文献少有关注社会保险这一因素。 例

如， 吴晓瑜等研究中国高房价对于创业的影响， 利用 ２００５ 年人口抽样数据发现高房价对于创业产生

了负向的替代效应［１］， 综上所述， 考虑到创业活动是一个经济能否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源泉， 而

各种社会保险的参保率高低会通过多种途径平滑风险从而对居民的创业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研

究社会保险对于创业的影响， 无论从政策还是学术的角度出发， 都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 本文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实证评估社会保障参与情况对个人创业

概率的影响。 与既有相关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在如下三个方面作出贡献： 首先， 本文通过对创业的关

注， 指出了中国的社会保险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促进创业的一个重要渠道。 已有研究表明， 与政府管

制、 税收等政策相比， 通过提高社保参与提升居民创业行为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作用［１３］， 本研

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其次， 过去学者们主要关注制约创业的影响因素［７ － ８，１４］， 但在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另一个角度———社会保障如何对创业产生影响， 因此， 本研究通过强调社会保险在创业中的

重要作用而扩展了以往的研究。 最后， 本文发现社会保险对不同类型创业来说有所区别， 表现在社保

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效应比较有限， 而对于自我实现型创业的促进效应十分明显， 可以为社保制度完

善、 政策改进提供一定决策参考。

二、 数据说明与实证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 评估社会保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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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 ＣＧＳＳ 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抽样调查

项目， 调查对象是根据随机抽取的方法， 在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抽取家庭户①， 然后在每个

被选中的家庭户中按照一定规则随机选取 １ 人作为被访者。 同时， 本文将观测样本范围界定在劳动年

龄范围内 （女性年龄介于 １６ － ５５ 岁之间， 男性年龄介于 １６ － ６０ 岁之间）， 删除了不属于劳动年龄范

围内的样本。
在创业变量的衡量上， 本文利用该调查城市卷数据中 Ｃ＿１ａ 部分的问题， 关于询问被访者目前工

作 （或最后那份工作） 的状况②， 从中筛选出 “自己是老板， 雇有 １ 到 ７ 名雇员”、 “自己是老板，
雇有 ８ 名以上的雇员” 这两个变量， 将上述两种情况定义为创业者。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分析

变量 定义 样本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自我实现型创业 虚拟变量： 雇佣人数大于等于 ８ 人 ＝ １； 其他 ＝ ０ １０１５１ １ ０ ０ ３３
养老保险 虚拟变量： 参保 ＝ １； 未参保 ＝ ０ １０１５１ １ ０ ０ ４３
失业保险 虚拟变量： 参保 ＝ １； 未参保 ＝ ０ １０１５１ １ ０ ０ ３３
医疗保险 虚拟变量： 参保 ＝ １； 未参保 ＝ ０ １０１５１ １ ０ ０ ４２
已婚 虚拟变量： 已婚 ＝ １； 未婚 ＝ ０ １０１５１ １ ０ ０ ３４
男性 虚拟变量： 男性 ＝ １； 女性 ＝ ０ １２５２０ １ ０ ０ ３４
教育程度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１２５２０ １９ ０ ４ ２２
配偶工作状态 虚拟变量： 工作 ＝ １； 无工作 ＝ ０ １０１５１ １ ０ ０ ４６
工作年限 工作经验 ＝ 年龄 － 个人受教育年限 － ６ １０１５１ ３５ ０ １ ３４
年龄 个人年龄 １２５２０ ６０ １７ １０ ８３
户口 居住地： 城市 ＝ １； 农村 ＝ ０ １２５２０ １ ０ ０ ５０
收入 受访者在接受访问之前一年的总收入的自然对数 １２５２０ ７ ０ １ ２３
社会网络 春节期间交往的人数 １０１５１ ２９７ ０ ６ ０１
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１８１ ０ ４８ ０ ３ ３ ２３

　 　 注： １ 关于工作经验的计算借鉴： 葛玉好． 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１ 年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０７：
２２ － ４２中使用的方法； ２ 调查中， 有部分地级市实现了户籍制度改革 （例如深圳）， 不再有城镇户口和非城镇户口的区别， 而是统称
为居民户口， 对于这部分样本， 我们都将其视为 “城镇户口”； ３． 为了增加样本容量， 在具体处理时， 社会网络变量是春节期间与
受访者家庭相互拜年、 交往的人数加 １， 再取自然对数； ４ 本文是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上提供的原始数据， 按照公式： 城镇
登记失业人数 ／ （单位从业人员数 ＋ 城镇私营和个体工业人员数 ＋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 × １００％ ， 计算出各地级市的城镇登记失
业率。

利用 ２０１１ 年 ＣＧＳＳ 调查数据， 图 ２ 描绘了各省创业人口比例与参保率③的散点图， 可以清楚地看

出两者是负相关， 图 ３ 是关于各城市创业人口比例与参保指数的散点图④， 发现两者同样呈负相关。
这或许可以说明社会保险参与会受到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二者是由某些因素同

时决定的结果， 对于社会保险水平是否真的抑制还是促进了创业还需计量检验做出判断。
研究同时发现部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地级城市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这可能与直辖市的政策环境

有一定关系。 例如， 黄亚盛、 迁仪的研究发现， 上海市的企业家精神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会和地级城

市， 主要原因可能是， 上海市由政府主导和强力推行的产业政策抑制了私人部门的创业机会［１５］。 其

·６７·

①

②

③

④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 调查抽取了 ２８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的 １０１５１ 个家庭户。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调查抽取了 ２８ 各省的 ６０００ 个家庭户，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 调查抽取了 ３１ 个省的 １１８２３ 个家庭户，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１ 调查抽取了 ２５ 个省的 ７０３６ 个家庭户。
城市卷中 Ｃ＿１ａ 中的工作状况包括： ①受雇于他人 （有固定雇主的受雇者）； ②零工、 散工 （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 ③在自己家
的企业中工作 ／ 帮忙， 不领工资； ④在自己家的企业中工作 ／ 帮忙， 领取工资； ⑤自己一个人工作， 没有雇佣其他人； ⑥买卖或企
业工作， 没有雇佣其他人； ⑦自己是老板， 雇有 １ 到 ７ 名雇员； ⑧自己是老板， 雇有 ８ 名以上的雇员。 我们将⑦、 ⑧两种情况定
义为创业者。
此处参保指数的计算是将问卷中关于参加公费医疗、 基本医疗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的
变量取 １， 加总再除以受访者人数。 并且指的是全部参加上述 ６ 类险种的参保指数。 其原因主要是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城市卷中 Ｃ２７
部分的问题， 该问题覆盖了上述 ６ 类险种是否参保的情况， 为了与问卷中设置的选项一致以及全面考察各种险种参保率对于创业
率的影响， 本文作了上述指标选取。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ＣＧＳＳ 数据中部分省份缺失对省会城市的调查， 因此对于该部分省会城市的创业情况， 以样本数据中该省份的其他城
市替代， 如江西以九江代替， 河南以平顶山与洛阳代替， 吉林以辽源代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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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本文发现， 不单单是上海， 像天津、 北京等直辖市的企业家精神也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会、 地级

市的①。

图 ２　 各省市社会保障水平与创业者比例关系 图 ３　 各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与创业者比例关系

　 　 为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险对于创业的影响，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在控制一些个人和城市特征的基

础上， 估计我国社会保险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 １） ＝ Ｇ（β０ ＋ β１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γＸ） （１）

　 　 其中，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为创业虚拟变量， 系数 β１ 衡量社会保险对创业总的影响。 同时在前期文献基

础上， 模型中加入了影响自雇行为的传统变量， 如年龄、 婚姻、 失业率、 劳动力市场经验、 配偶的工

作状态等［７］。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社会保险对于创业的影响是否有差别， 在回归中进一步加入医

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的虚拟变量：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 １） ＝ Ｇ（β０ ＋ β１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 ＋ β２ ｒｅｔｉｒｅ＿ ｉｎｓｕｒ ＋ β３ｕｎｅｍｐｌｏｙ＿ ｉｎｓｕｒ ＋ γＸ） （２）
其中，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 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的虚拟变量， ｒｅｔｉｒｅ＿ ｉｎｓｕｒ 为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的虚拟变

量，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 ｉｎｓｕｒ 为是否参加失业保险的虚拟变量系数。 β１ 衡量医疗保险对创业的影响， β２ 衡量是

否参加养老保险对创业的影响， β３ 衡量是否参加失业保险对于创业的影响。
对于前期文献中社会保险对创业的实现机制， 为进一步验证我国参保情况可能影响创业的渠道，

在模型 （１） 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各种险种对于不同规模创业的影响②， 以期考察社会保险参与情况

对生存型创业与自我实现型创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ｍａｌｌ ＝ １） ＝ Ｇ（β０ ＋ β１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γＸ） （３）
Ｐ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ｎｏｓｍａｌｌ ＝ １） ＝ Ｇ（β０ ＋ β１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γＸ） （４）

　 　
三、 计量分析

１ 基本结果估计

首先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回归方程 （１） 进行了拟合， 表 ２ 中报告了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其中，
连续变量报告的是其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 模型 １ 只纳入了社保变量， 此时社保变量的边际效应系数

是在 ０ ０２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当逐步控制住其他变量对创业率的影响后， 社会保险对创业的影响

·７７·

①

②

若以省级行政单位来观测，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６ 调查显示， 天津 （３ ８６％ ）、 北京 （６ ０１％ ） 和上海 （８ １３％ ） 三个省级行政区的创业率
最低。
理论上， 社会保险影响创业的机制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为了谋求生存等需求， 在个体职业选择上选择自雇的这样一部分创
业者， 本文将这部分创业者称为生存型创业者。 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自我实现、 获得商业成功满足感等需求而进行创业， 将这部
分创业者称为自我实现型创业者。 分别以 ２００６ 年 ＣＧＳＳ 城市卷数据中 “自己是老板， 雇有 １ 到 ７ 名雇员”、 “自己是老板， 雇有
８ 名以上的雇员” 两个虚拟变量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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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为正且进一步提升， 容易看出， 社会保险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个体创业失败的风险从而与创

业呈正相关。 模型 １ 到模型 ３ 的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显示， 社会保险参与率对创业有正的显著影响。

表 ２　 社会保险对创业影响的估计

变量
模型 １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２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３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５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６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社会保险 ０ ０２５∗∗∗

（８ ３４）
０ ０２３∗∗∗

（９ ５６）
０ ０２６∗∗∗

（９ ３１）
０ ０２１∗∗∗

（１１ ３２）
０ ０２０∗∗∗

（１０ ５１）
０ ０２４∗∗∗

（８ ０１）
失业率 ０ ０１２∗∗

（６ ７７）
０ ０１１∗∗

（６ １２）
０ ０１∗∗

（６ ３４）
０ ０１１∗∗

（７ ２７）
０ ０１４∗∗

（７ １５）
收入 ０ １０２∗∗

（１２ ５）
０ １２０∗∗∗

（１２ ５）
０ １１５∗∗

（１２ ６７）
０ １１２∗∗∗

（１２ ６）
社会网络 ０ ０９２∗∗

（８ ７７）
０ ０９３∗∗∗

（１２ ４）
０ ０７２∗∗

（９ ７１）
０ ０８２∗∗∗

（１１ １２）
教育程度 ０ ０３４

（１ ３４）
０ ０４２
（１ ２３）

０ ０４６
（３ ２３）

０ ０５１
（４ ２１）

年龄 ０ ０５１∗∗

（６ １５）
０ ０５８∗∗

（８ ９５）
０ ０６９∗

（８ ８７）
配偶工作状态 ０ １４２∗∗

（８ ７７）
０ １６１∗∗

（９ ７１）
工作年限 ０ １３４∗∗

（１２ ３１）
０ １１１∗∗

（１１ ３３）
户口 ０ ００４

（２ ３１）
０ ００２
（２ ２４）

０ ００１
（２ ４１）

０ ００２
（３ ２４）

０ ００４
（１ ２４）

已婚 ０ ０１４
（１ ３９）

０ ０１２
（１ ６６）

０ ０１２
（１ ４９）

０ ０１２
（３ ６１）

０ ０１６
（５ ６１）

男性 ０ ０３５∗∗∗

（９ ３４）
０ ０４１∗∗∗

（９ １２）
０ ０３８∗∗∗

（１２ ３２）
０ ０３６∗∗∗

（１０ ３０）
０ ０３８∗∗∗

（９ ０２）
０ ０３４∗∗∗

（１０ ３６）
Ｒ 平方 ０ ４５３ ０ ５５１ ０ ７１２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 ８５ ０ ８８ ０ ８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６７ ０ ６５４ ０ ６１２
Ｐ 值

观测值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注：∗∗∗，∗∗，∗分别表示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１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

然而， 简单接受表 ２ 中的估计结果显得有些草率。 因为在估计方程中， 社会保险是一个较明显的

内生变量［６］。 一方面， 回归方程中被遗漏的因素可能使得社会保险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 另一方

面， 社会保险与创业之间还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 因为， 社会保险参与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个人

职业选择的影响。 若社会保险变量是回归方程中的内生性变量， 这将会使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有偏且非一

致。 因此，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社会保险高度相关同时独立于创业的外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本文将各地区参加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的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 分别作为当地居

民是否参加相应保险的工具变量， 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重新估计了社会保险对创业的决定方程 （１）。
从表 ２ 模型 ４ － ６ 的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①来看， 社会保险变量的边际效应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这说明

参与社会保险显著地促进了个人的创业概率， 这意味着通过提高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险金水平的确可能

是一项有效促进中国创业的政策。 同时， 回归结果说明， 在平均意义上， 参与社会保险将会促使个人

的创业概率提高 ２ １ － ２ ５ 个百分点， 这远低于法国亨伯特 （Ｈｏｍｂｅｒｔ） 等［１６］ 和丹麦梅特和斯特凡［４］

等研究的西方国家的水准。 可能的原因解释有两个： 一是中国的社保制度要落后于西方国家， 而在高

·８７·
① 由于篇幅限制， 此处省略了一阶段回归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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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高保障的欧美国家可能会具有更好的促进创业的作用［１７］； 二是与中国目前青年群体普遍的就

业倾向有关， 公务员体系或者国有垄断部门等这样一些正式、 体面的工作是很多大学生的首选， 吸引

了大量优秀年轻人， 使其远离了工商业等创造性岗位， “人才误配置” 现象较为严重［１８］。
另外， 表 ２ 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 失业率的边际效应系数显著为正， 这同我们的预期

一致， 高的失业率可能导致失业个体从事创业活动 （ “难民” 效应）； 户口和婚姻、 教育程度的边际

效应系数并不显著， 说明至少在样本区间内， 它们可能并没有对创业产生显著的影响； 同时收入的边

际效应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收入水平越高、 家庭财产越多的居民从事创业的概率越大， 这种 “财富

效应” 对创业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社会网络的边际效应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是由于强社会关系网络

有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提升创业意愿［１４］， 从而间接地对创业有促进作用。 这二者对中国创业率的

提升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同时工作年限对于创业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创业者先前丰富的工

作经验对于创业有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之前的工作经验对于创业资源整合有重要的影响， 呼应了买忆

媛、 徐承志的观点［１９］。 同时配偶工作状态对于创业的影响也始终为正，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创业失败

后， 配偶处于在职状态，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减家庭的经济压力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２ 创业类型分布分析

若按照个体的创业目的来分类， 创业活动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寻求商业机会的创业活动； 第

二类是为实现就业的创业活动［２０］。 同时， 个人的创业目的可能主要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的就业

机会有关。 其中， 对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足够就业机会的个人来说， 他们从事高风险的创业活

动， 主要目的可能是寻求商业机会； 但对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就业机会并难以找到满意工作的个

人来说， 他们进行创业活动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实现就业。
ＣＧＳＳ 调查中并未包括个人创业目的的信息， 但却包括了创业活动所雇用的雇员规模的相关信

息。 本文根据创业活动所雇用的雇员规模数， 把创业活动分为了两类： 第一类， 是雇员人数等于或少

于 ７ 人的创业活动； 第二类， 是雇员人数等于或大于 ８ 人的创业活动。 与之前以创业目的的分类相

对照，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 对于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就业机会和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进而被迫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的个人而言， 他们可能主要从事的是上述第一类创业活动， 即 “生存

型” 创业。 因为， 一般来说， 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就业机会的个人， 也相应地缺少资源和信息

从事上述第二类有着更大规模的创业活动。
同时为考察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对 “生存型” 创业与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影响情况， 进一步将

创业拆分为 “生存型” 创业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ｓｍａｌｌ ） 和 “自我实现型” 创业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ｎｏｓｍａｌｌ ）
两个指标， 并使用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对方程 （３） 和 （４） 进行拟合。 结果显示 （见表 ３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５）， 就整个参保情况来看， 在控制住其他可能影响个人创业概率的变量之后， 参与社会保险对于

“生存型” 创业的影响在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社会保险对 “生存型” 创业有促进效

应， 在平均意义上， 参与社会保险将促使个人从事 “生存型” 创业的概率提高 １ １ 个百分点左右。
同时， 社会保险也显著地提高了个人从事 “自我实现型” 创业活动的概率， 平均而言， 参与社会保

险促使个人从事 “自我实现型” 创业活动的概率上升 １１ 个百分点左右。 社会保险对 “自我实现型”
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 “生存型” 创业活动， 这个结果与迪普 （Ｄｅｐｅｗ） 的发现［２１］ 类似。 对

此的一个合理解释是， 社会保险主要是通过平滑风险， 提高个人的创业概率， 但与 “自我实现型”
创业相比， “生存型” 创业活动的规模更小， 创业风险也相应更低， 这便使得社会保险对相对低风险

的 “生存型” 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对相对高风险的 “自我实现型” 创业活动。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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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社会保险对创业规模影响的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

变量
“生存型” 创业 “自我实现型” 创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社会保险 ０ ０１１∗

（４ ３４）
０ １１０∗∗∗

（１２ ６１）

失业保险 － ０ ０１２∗

（４ ６７）
０ １０７∗∗

（１３ ６９）

养老保险 ０ ０３６∗

（４ ２３）
０ ０９０∗∗

（７ ８１）

医疗保险 － ４ ０３０
（１ ２３）

－ ６ ０１０
（２ ２２）

配偶工作状态 ０ １２２∗∗

（８ ４５）
０ １０８∗∗

（８ ２１）
０ １２９∗∗∗

（９ ４５）
０ １１０∗∗

（８ ０１）
０ １０２∗∗

（７ ４５）
０ １００∗∗

（７ ２１）
０ １２１∗∗∗

（１２ ４）
０ １２０∗∗

（９ ０１）

工作年限 ０ １３０∗∗

（１２ ３１）
０ １１２∗∗

（１１ ０１）
０ １１０∗∗

（１０ ３９）
０ １２０∗∗

（１１ ８１）
０ １１３∗∗

（１１ １）
０ １１０∗∗

（１０ ８１）
０ １４０∗∗

（１０ １１）
０ １０２∗∗

（９ ０１）

已婚 ０ ０１５
（２ ３１）

０ ０１４
（１ ６７）

０ ０１０
（３ ３１）

０ ０４０
（２ ６１）

０ ０１０
（１ ３１）

０ ０１０
（２ ６７）

０ ０１５
（２ １１）

０ ０３０
（３ １１）

男性 ０ ０４０∗∗

（１１ １２）
０ ０８０∗∗

（１０ ２）
０ ０４３∗∗

（１０ ２４）
０ ０６２∗∗

（１１ ０２）
０ ０４１∗∗

（１０ １２）
０ ０８２∗∗

（９ ２）
０ ０２３∗∗

（１３ ２４）
０ ０６０∗∗

（１０ ０２）

户口 ０ ０３６
（１ ０１）

０ ０２９
（２ ０１）

０ ０３０
（２ ６７）

０ ０２０
（２ ３２）

０ ０３０
（２ ０１）

０ ０２０
（３ ０３）

０ ０１３
（３ ６）

０ ０２２
（３ ３）

收入 ０ １１２∗∗

（７ ５）
０ １８０∗∗

（７ １５）
０ １１９∗∗

（７ ２３）
０ １９２∗∗

（８ １１）
０ １１１∗∗

（８ ５）
０ １１８∗∗

（８ １５）
０ １１０∗∗

（８ ２３）
０ １２０∗∗

（９ １２）

社会网络 ０ ０９０∗∗

（８ ８９）
０ ０９２∗∗

（８ １２）
０ ０８７∗∗

（８ ８１）
０ ０８２∗∗

（９ １１）
０ ０９２∗∗

（９ ８９）
０ ０９０∗∗

（９ １）
０ ０８０∗∗

（９ ８１）
０ ０８０∗∗

（９ ２１）

失业率 ０ ０１２∗∗

（６ ７７）
０ ０２３∗∗

（７ ７９）
０ ０１０∗∗

（７ １２）
０ ０２０∗∗

（８ ７１）
０ ０１０∗∗

（７ ７１）
０ ０２０∗∗

（８ ７１）
０ ０１２∗∗

（８ １２）
０ ０２１∗∗

（９ ７７）

教育程度 ０ ０４０
（２ ２１）

０ ０３４
（２ ０１）

０ ０３２
（３ ２１）

０ ０３０
（３ ７１）

０ ０７５
（３ ２１２）

０ ０２３
（３ ０１）

０ ０３４
（２ ２２）

０ ０３２
（２ ７５）

年龄 ０ ０５０∗∗

（７ ５５）
０ ０５５∗∗

（７ １１）
０ ０５４∗∗∗

（１３ ５）
０ ０３０∗∗

（８ １４）
０ ０５１∗∗

（８ ５）
０ ０５０∗∗

（８ １４）
０ ０５１∗∗∗

（１２ ５１）
０ ０３２∗∗

（９ １７）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 ８２３ ０ ８８１ ０ ８０６ ０ ８４６ ０ ８９２ ０ ８５３ ０ ８０１ ０ ８１７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６２４ ０ ６１６ ０ ６０９ ０ ６２３ ０ ６８９ ０ ６９８ ０ ６９１ ０ ４３４
观测值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１２５２０

　 　 注：∗∗∗，∗∗，∗分别表示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１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

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险种对于 “生存型” 创业 （模型 ２ － ４） 和 “自我实现型” 创业 （模型 ６ －
７） 两者的影响情况 （见表 ３）， 发现失业保险对于 “生存型” 创业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对 “自我实

现型” 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目前失业保险对于 “生存型” 创业的影响存在 “抑制” 效应， 对

于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影响则存在 “促进” 效应。 主要原因可能是， 失业保险对创业活动可能同

时具有 “等待效应” 和 “风险平滑效应”。 其中， “等待效应” 是指失业保险降低了个人的失业成

本， 进而可能促使个人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上继续等待合适的空缺工作岗位， 而不是通过创业来实现自

我雇佣。 “风险平滑效应” 是指失业保险平滑了个人创业失败后的风险， 进而对个人的创业活动产生

促进作用。 而 “生存型” 创业和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个人从事 “生存型” 创

业的主要目的可能是通过创业以实现自我雇佣， 但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寻求市场

机会，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因此不难理解， 对于 “生存型” 创业来说， “等待效应” 可能超过 “风
险平滑效应”， 进而使得参与失业保险反而降低了个人从事 “生存型” 创业的概率。 但对 “自我实现

型” 创业来说， “风险平滑效应” 则大于 “等待效应”， 结果使得参与失业保险提高了个人从事 “自
我实现型” 创业的概率。 对于养老保险来说， 其对个人从事 “生存型” 创业和 “自我实现型” 创业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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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都具有正向影响， 这说明养老保险对于两种类型创业的影响均有促进作用， 因为养老保险对创

业的影响可能主要以 “风险平滑效应” 为主。 同时， 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 在过去养老 “双轨制”
下， 养老保险增强了全社会的安全感， 这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 在养老金 “并轨” 后， 可以

推断养老保险对于创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还会大幅提升， 这是由于在过去养老双轨制下， 拥有机关事业

单位编制的人不用缴费也能享有较高的养老金， 他们一旦失去编制就意味着 “从零开始” 甚至 “老
无所依”， 编制所捆绑的巨大潜在利益导致优秀人才对于职业流动存在顾虑， 但并轨后， 机关、 事业

单位人才流动风险已不存在， 这部分人群可能释放更大的创业空间。
另外， 医疗保险对于 “生存型” 创业和 “自我实现型” 创业都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可能的解释

是， 健康恶化是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会遭受的风险冲击， 并不会随着个人创业的成败而发生波动， 因

此， 参与医疗保险并不会显著影响个人的创业概率。
３ 异质性检验

前面的回归分析只是捕捉到了个人创业概率对提高不同险种参保率的平均效应。 但是在理论上，
社会保险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 可能存在异质性。 因为， 个人从参与不同社保险种中获得的收益，
可能随着个人所在单位性质和社会网络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鉴于此， 我们将样本进一步细分为了

“体制内单位” 和 “体制外单位”， 以及 “低社会网络组” 和 “高社会网络组” 等子样本进行回归，
以此检验不同险种参保率扩大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等单位划分为体制内单位， 将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界定为体制外单位。 “低社会网络

组” 和 “高社会网络组” 的划分则是以社会网络变量赋值的中位数为依据， 该变量的赋值低于中位

数 （３ １３５４） 的个人， 本文将其归为 “低社会网络组”， 高于中位数的个人则归为 “高社会网络组”。
“低教育组” 和 “高教育组” 的划分是以个人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为依据， 若个人接受学校正规

教育年数少于和等于 ９ 年， 便将其归为 “低教育组”； 若高于 ９ 年， 则归为 “高教育组”。
表 ４ 中报告了各分组样本的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 第 １ － ２ 列是以单位性质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提高不同险种参保率对 “体制外” 组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却显著地提高了 “体
制内” 组的创业概率， 平均而言， 参保率每扩大 １％ ， “体制内” 组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２ ９ 个百分

点。 主要原因是，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较为轻松稳定， 一部分个体由于自我实现、 不安于现状等需

求驱动， 同时社会保险平滑了由于创业失败后的风险， 因此其创业概率显著提升。

表 ４　 社会保险与创业： 异质性检验

变量
以单位性质分组 以社会网络分组 以受教育年数分组

体制内
（１）

体制外
（２）

低社会网络组
（３）

高社会网络组
（４）

低教育组
（５）

高教育组
（６）

社会保险 ０ ０１３
（１ ３２）

０ ０２６
（１ １２）

０ ０１９
（２ １２）

０ ０２９∗∗∗

（１５ ３２）
０ ０５２∗∗

（１２ ３４）
０ ０４２∗∗

（１０ １１）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２００６ 年哑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３３２ ４１３３ ２７８６ ２９８７ ６３４５ ５８３４

第 ３ － ４ 列是以社会网络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结果也正如预期的那样， 参保率提高对 “低社会

网络组” 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却显著地提高了 “高社会网络组” 的创业概率， 平均而言，
社保参与率每扩大 １％ ， “高社会网络组” 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０ ０５２ 个百分点左右。 因为， 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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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具有重要的信息收集和资源获取功能， 有助于潜在企业家识别创业机会、 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和与

创业相关的隐性知识［２２］。 因此不难理解， 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个人， 也相应的能够获得更多有

助于创业的相关收益。
第 ５ － ６ 列是以受教育年数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不同险种参保率提高对 “低教育

组” 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却显著地提高了 “高教育组” 的创业概率， 平均而言， 社保参与

率每扩大 １％ ， “高教育组” 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０ ０３ － ０ ０４２ 个百分点左右。 主要原因是， 教育提

高了个人的知识吸收能力， 而有更高知识吸收能力的个人， 能获取更多的有助于创业的相关收益， 包

括创业技能、 识别创业机会以及捕捉创业机会的能力［２３ － ２４］。

四、 结论

理论上， 社会保险影响创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社会保险平滑了个体创业失败后的风

险［２５］， 本文使用 ４ 期 ＣＧＳＳ 调查微观数据， 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险对中国创业率的影响， 工具变量估

计结果显示， 提高不同险种参保率的确显著地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 平均而言， 社保参与率每扩大

１％ ， 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２ １ － ２ ５ 个百分点。 说明社会保险参与率的上升的确对创业有正向的

促进作用， 但社会保险参与对 “生存型” 创业与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其差异表现

在社会保险对 “生存型” 创业的促进效应比较有限， 而对于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促进效应十分明

显，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参保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促进劳动力平等地享有就业机会， 促进了社会公

平， 说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鼓励了为追求更大的商业机会、 自我实现等目的的创业行为，
同时目前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对于 “生存型” 创业的影响存在 “抑制” 效应， 对于 “自我实现型”
创业的影响则存在 “促进” 效应； 但养老保险对于两种类型创业的影响均有促进作用， 且发现不同

的险种对创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同时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失业保险对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

“抑制” 效应与 “促进” 效应。 而养老保险在过去 “双轨制” 下， 对于居民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效应， 激发了居民的创业积极性， 可以推断在养老金 “并轨” 后， 机关、 事业单位人才流动风险已

不存在， 养老保险对于创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还会大幅提升， 这部分人群可能释放更大的创业空间。 另

外， 提高参保率对个人创业概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总的来说， 受过更多教育和拥有更多社会网络以

及体制内的个人， 从提高参保率中获得了更多有助于创业的收益。 而过去学者们主要关注制约创业的

影响因素［７ － ８，１４］， 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另一个角度———社会保险如何对创业产生影响， 因此， 本研

究通过强调社会保险在创业中的重要作用而扩展了以往的研究。
根据上述结论， 社会保险对不同类型创业来说有所区别， 为鼓励居民从事大规模的创业活动， 促

进 “自我实现型” 创业行为，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并提高参保率水平。 与此同时， 为促进社会公平稳

定，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提升社保对 “生存型” 创业的促进效应。 另外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 不同险

种对人们的未来职业选择偏好的影响存在差异， 政府的瞄准重点是在养老金并轨后， 应在一定程度上

进一步提高养老金水平， 如此则可以释放更大的创业空间。
本文研究说明， 社会保险参与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创业活动， 因此， 中国经济能够从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因为， 在微观个体层面， 创业活动不仅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满意度和生

活满意度［２６］， 而且， 也是低收入群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２７］； 在宏观层面， 创业活动增加了就

业， 促进了 “创造性破坏” 的创新型经济增长。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 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创新型增长， 而且， 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增进社会和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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